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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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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州通史》已经开始编纂了，这是我市为创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而启动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

程。全书计划分8卷，即导论、先秦、两汉魏晋南

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每卷约30万至

60万字，共计350万字。完成此项工程计划用6年时间。与之相配

套，还分门别类编撰专题史，目前已有人口史、移民史、华侨史、戏曲

史、方言史、商业史、民俗史等30个，每个专题约5万至10万字。目

前，来自国内外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多位学者参与此项计划，厦

门大学历史系的张侃便是其中一位。

我与张侃，是在市图书馆的一个偶尔机会经介绍才认识的。他

个子不高，方方正正的脸，穿着休闲西服，看上去很是温文尔雅的，

颇有年富力强学者的风度。交谈中，还有点腼腆，话语不多，称自己

正带学生在温州进行田野调查。

在《温州通史》的编纂中，他承担的课题为“温州沿海平原的家

族与社会”，这是个大题目，涉及的面广，并且非下田野调查的苦功

不可。不过，这也是他的学术专长之一。他的学问是在田野调查中

积累的，这也正是不少学人所缺乏的。那天，我们的采访也是从这

里开始的。

观察经济的文化动因

金：编纂《温州通史》是温州地方文化的重大事件，作为学者

参与其中是人生难得机遇，特别是为家乡。您承担的“温州沿海平

原的家族与社会”专题项目，内容广阔，很有区域文化特点。您怎么

会想到选择此课题的，是否与您成长在多世家大族的区域有关？其

研究价值是什么？

张：我的童年时代恰是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目睹了传统

文化在永嘉场（永强）的复兴。家族观念较强的永嘉场，大家族基本

都重新编谱，圆谱成为地方性盛事，使我对家族有了感性认识。后

来离开永强到厦门读书、教书，闽南地区文化形态与温州有相似之

处，这促使我拉近距离，对比闽南人、晋江模式与温州人、温州模

式。其实，这两个大变革时代的醒目标注，褒贬也不一致。尤其是

温州经济这几年的风风雨雨，作为温州人，被人追问，也常常自问，

温州人是经济动物吗？其实，我不接受“是”这个答案。德国社会学

家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告诉我们，必须观察

经济的文化动因。学界也曾分析温州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不过以

宋代“永嘉学派”的事功之说居多，可能会遮蔽元、明、清、民国乃至

当代错综复杂的文化创造机制，也往往导致忽视文化传承。这个问

题不孤立，近年来，我在全国各地的田野考察，这种感受也很强烈。

那么，我们是否存在文化重建机制呢？于是我把这个问题带回温

州，希望对此有所回应。

2005年，我带牛津大学、香港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

学校的一批老师，考察温州地域文化，他们认为温州值得深入分析，

并鼓励我转移学术重心。由此我开展了永嘉场研究，收集、整理资

料，撰写了一些文章。也曾帮助龙湾区筹办召开明代浙南地域文化

的学术研讨会。除了编辑出版了《普门张氏家族文献综录》，现已完

成《张振夔集》和《鹤泉集》两部文献的校注，正进行后期清定。我想

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可以完成专题研究任务的。

金：从社会发展来看，中国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东部一直处于

先进发达地区。温州位于我国东南沿海，特别是沿海平原同样在温

州地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知您研究的重点是什么？

目前进展是否顺利？

张：这个问题不能线性或平面地进行讨论。所谓的“不平衡”，

是对社会发展的不同节奏及实践过程的描述，它本身是历史过程的

差异性的客观体现。我先说明，课题以“沿海平原”为区域，不是认

为温州山区就是落后区域。因此不存在“发达”和“不发达”的先验

判断，“不发达”也有“不发达”的理由，两者并不能互相取代。当然，

温州人口语里，有“乡下人”、“山头人”的偏见，目前还有“外地人”的

另类眼光，这种身份区分造成的，也是一种政治。作为学者，尽量避

开“优越”之说，今天发生的，以前也存在，回顾历史，我希望从关注

不同家族类型的产生机制及其动态过程入手，从民间角度，以人为

本讨论社会转型与时代特征。温州地区大部分存世文献为宋明之

后的资料，我把研究重点定为宋明以后的变迁过程。现在经过资料

整理和分析，大致有了家族历史演变的框架，提炼了变化节点及其

类型。不过，沿海平原因生态、人群、生计等差异，庶民的文化创造

力极强，家族形态复杂，远远超出了原设想，这是研究的极大挑战，

一方面需要阅读大量文献，观察各种形态的家族，另一方面要予以

提升，给予总结归纳。我正与几位博士研究生一起努力，希望达到

此学术目标。

张侃，1972年2月19日出生在温州永强永中（今属龙湾区），1983年小学

毕业于永强小学（今永中街道第二小学），1986年在永中镇中学完成初中学

业。1989年毕业于瓯海中学，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历史学专业，1996年硕士

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其间，1998年晋升讲师；2002年破格为副教授；2008年

以副教授破格遴选为博士生导师，同年评为教授。1997年在职攻读历史学

博士学位，2001年获博士学位。2004年-2012年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主

任。2005年-2007年，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博

士后，2008年-2009年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10年为新加坡国立大

学中文系访问学者，2012年-2013年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现任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历史人类

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张侃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东南区域文化史，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二项、福建省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曾在《学术月刊》、《中国经济

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光明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多篇。所参与

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第五届吴玉章人文

社会科学一等奖、福建省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厦门大学2007年度教学名

师。他还入选福建省新世纪人才。

采访对象：张侃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博导（以下简称张）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金）

以民间立场认识事实

金：哦，说得在理。您的课题围绕着宋明以来温州沿海

平原的家族与社会展开研究，那一定要采集大量的家族发

展史，要深入田野调查，目前有否发现给你们留下最深刻印

象的温州大家族的标本吗？

张：我小时候在永嘉场三都普门生活，因父母在永强中

学校办厂（现“张璁祠堂”）工作过，对普门张氏有直接的认

识。前几年进行张璁的若干问题研究，与地方文史学者张

卫中一起整理《普门张氏家族文献综录》，普门张氏的历史

过程最为深刻。不过，这两年我带着学生到处走，比如瓯

海、永嘉、乐清、龙湾、洞头等地都有一些考察，也有了一些

比较。永嘉场的考察范围也有铺开，比如高原张氏、环川王

氏、李浦王氏、英桥王氏等，涉及房支、族产、礼仪、婚姻、教

育、文化建设等，对家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有了更多认识。

不过，我不认为找到典型大家族，就有惊天大发现。如果我

们关注普通庶民、关注民间动力，这不是认识的终点，而只

是起点，它为考察历史提供一个切入。因此，我们不仅要分

析这些大家族的存在与演变，还要尽可能地去寻找那些无

声的历史。在这个土地上的每个人、每个家族都会是一个

美丽故事，只要能进入历史情境，就可以找出他们的喜怒哀

乐，他们的家国情仇，才明白什么是草根社会。

金：旧时学术片面强调书本是学问的唯一来源，熟悉书

本的就是有学问，那是“读书致知”。现代学术要求研究者

不仅要“读书致知”，也要“格物致知”，从实地获取第一手资

料，因而田野调查就成了从事学术研究者的基本功。您很

注重田野调查，也很有收获，能谈谈其中的甘与苦吗？

张：“读书致知”这句话没有错，但只是一个门径。新史

学气象也非闭门读书，傅斯年为史语所立训：“上穷黄泉下

穷碧，动手动脚找东西”；顾颉刚开民俗与古史相勘之风。

“书斋里的革命”，是当下读书人臆想和偏执而已，甚至可以

说是一种偷懒。当然，我不能苛求所有的学问都必须走向

田野，有些学问在书斋里是可以完成的，但要注意的是，在

书斋里读书，不能忘记“走向民间”的情怀。

我跟随老师进行田野调查，到自己带学生进行田野调

查，已经历了十多年时间，自始至终处于“生命的愉悦”之

中。从知识积累讲，田野调查直接面对民众生活和百姓常

识，完全不同于书本知识，它们是活态的，比如在古籍中读

“朱子家礼”，无法感知祭祀安排，如果到了一个宗族的祠

堂，特定空间很清晰地把知识立体化了。再如仪式，地方志

记了一堆“唱”、“赞”之礼，读者往往不知所云，如果看过一

次祭祖现场，礼生、道士拿着疏文唱赞，大家就会有“礼失诸

野”的感触了。田野更重要的内容是思维改造，现代教育是

不接地气的，因此对社会认识常常形成误区。田野中所认

识的实践，与书本差异甚大，或者完全相反，那么，迫使我必

须放下学者身段，换位思考，站在民间立场去认识事实逻

辑，这是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

兴趣决定我的命运

金：历史和现实密不可分，读史能够使人明智。您对文

史的兴趣是否从小就培养的？在家乡读书时是否就喜欢上

文史？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吗？

张：因父亲为中学教师，家中有藏书，我从小喜欢看各

类书，相对同龄人而言，接触文史知识早一些。对我影响比

较大的是外婆，她是清光绪年间温州府学朱眉山的孙女，曾

在杭州读书，后回温州，曾就职于籀园图书馆（现温州市图

书馆），帮助孙延钊做过事。她给我讲各种话本故事、民间

传说、历史传奇。家庭熏陶，使我不知不觉地与文史有了亲

密接触。高中进入瓯海中学，我的理科成绩也还不错，高一

数理化成绩大概都能在年段前五名。文理分科时，老师曾

建议我读理科，我凭自己兴趣倾向于文科，后来在班主任程

绍国先生的支持下，选择了文科。兴趣决定了我的命运，高

考填报志愿，三个专科选项，依次为哲学、历史、中文。这些

小小选择，累积了我现在的学之道。学问有时很简单，靠缘

分，凭兴趣，一份坚守而已。

金：以您的个人简介看来，您从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

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又在厦门大学从事中国近现代经

济史，东南区域文化史，这为您搭建了很好的学术研究平

台。能告诉我您在研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是哪项？

张：正如你所了解，我的个人学习经历只用四个字就说

完：厦门大学，学缘单一，有欠缺与不足。简单总结现有研

究，从两个方面说，一是经济史研究，这与博士论文有关。

厦门大学历史系以研究社会经济史见长，是国家级重点学

科，这是我依托的学术平台，因此读博士时，以“中国近代外

债制度”为研究对象，做了一些工作，后来申请到了国家社

科基金，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二是民间历史文献，这是我与

其他同仁近年来一起探索的领域，这是温州研究的工作基

础。目前除了一些实证研究之外，曾写过《田野工作、历史

文献与史学研究》短文，后被《新华文摘》等转载，算是为学

界提供了一些思考。

金：您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温州学人，属70后的

年轻学者，不论是学术研究天地，还是年龄优势，遇到了天

时地利人和，成了学术中坚。可是社会上也有人认为，学术

腐败在大学中时有发生，不少老师年初找课题，年终分金

钱，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现象的？

张：“学术中坚”这一说法，实在不敢当。作为文史学者，

我一直以温州的民国先贤为标杆，那时群星闪烁：夏承焘、周

予同、夏鼐、董每戡、刘节等均为一时俊秀。无论功底，还是

创见，都不是我们这些70后、80后所能企及和超越的。我所

能想到的，是一代人做一代事，尽量赶上前辈学人成绩。

学术腐败是一个复杂问题，主要在经济与权力上表现

得多一些。你所举的“年初找课题，年终分金钱”，只是表面

问题。令人担忧的是深层的学术权力腐败。无论我们承认

不承认，学术圈始终是名利场的一个化身，有人也论之为

“学术政治”，西方社会学家布迪厄对此有深刻分析。学者

可能不为色，也不为钱，但很容易以“学术正确”为名，为荣

誉而战，为“名”不顾一切。正是钱可以少一点，名还是要一

点的“名士”意识作怪，文人相轻，拉帮结派，垄断资源，层出

不穷，乱象丛生。在体制内我们看得比较多的，是职称评

定、人员录用、课题申报、论文发表等。这是全球性问题，西

方学术体制也难以一概杜绝。权力面的学术腐败由深层因

素造成，它与政治导向、道德修养有关。

金：在完成《温州通史》课题之后，还有什么新计划吗？

张：近年来我跑了不少地方，参加了不少学术活动，有

得也有失，这也是我要反思之处。我现在被邀请参加香港

中文大学历史系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计划，所

以才厦门、香港来往忙碌走动。

新计划倒没有仔细琢磨过，沿着现有思路。一是带学

生继续田野工作，整理流散在民间的历史文献；二是引导学

生开展温州研究。现有4位博士生在未来3~4年内开展温

州卫所、盐场、教育、地方文献的研究，希望形成规模；三是

利用民间文献，从海洋看温州文化特征，从民间角度考察温

州神明体系。另外，如有可能，在原处州府、台州府所辖地

界进行田野工作，开展浙南地区的整体研究。

田野工作、历史文献与史学研究
■张侃

从古到今，历史学最擅长于“文献”的搜

集、整理和诠释。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

语言研究所成立之际，傅斯年提出“史料即史

学”的观点即着眼于此：第一，凡能直接研究

材料，便进步。换句话说，历史的研究能直接

研究材料，则会有很大的进步。第二，凡一种

学问能扩张其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以前都是

利用文献，如果能扩大更多的材料，那学问就

有前途了。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其做研

究时应用的工具，也就是研究的工具能够采

纳的学科的话，这门学问可以有更大的发展。

史学发展到今天，通过田野工作，寻访乡

老，历史文献的范围已被大大拓宽。碑刻、日

记、书信、契约、科仪书、族谱、账本、民谣儿

歌、戏曲唱本、民间传说、签诗、宗教榜文、日

用杂书等已成为史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历史

文献；雕塑、画像、庙宇、祠堂、纪念碑、坟墓、

日常生活与生产用具等物质实体也慢慢成为

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戏曲表演、

宗教仪式以及各种日常礼仪、年节庆典等也

被纳入到历史文献的范围。借助于这些历史

文献，历史学家最大可能地下移研究视线，从

大人物、大事件的历史走出，深入到民众的日

常生活；从传统的、简单化的政治史、王朝史

走出，转移到大众心态、地方风俗、民间宗教、

村落文化等，这无疑是历史学的进步。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田野工作对于历史

文献学的意义远不止于拓宽历史文献的范

围。作为成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它

脱胎于人类学，已成为一种学术视野，即在研

究过程中自始至终侧重于文化全貌性的考

察。历史文献是一种历史遗存，历史学家的

工作，很大部分时间花在处理不同历史文献

的关联上。援引田野工作到史学研究，有利

于历史学家把握历史文献的整体性、系统

性。田野工作以考察社区为核心，在田野中，

历史学家的社会整体观往往会变得很强，既

需关注社区内部在空间上的共时结构，又要

追问社区的历时变迁，同时还要观察社区内

与社区外的关系，由此搜集到的各类历史文

献往往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有机的整体，这

样能较好地保持文献的系统性。同时田野即

历史现场，置身其中阅读文献，还能最快地感

知各种文献互相依存的关系，最大限度地体

验历史整体，从而更为综合地、具体地去理解

“大传统”与“小传统”、“国家”与“社会”、“王

朝制度”与“村野民俗”、“地方性知识”与“跨

区域流动”等在同一时空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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